
 

 

个税改革、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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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5 年以来，历次中国个税改革均以提高免征额和调整税率表为主要内容，上述改革

措施的分配效应一直存在争议。文章通过建立一个能体现个税累进性与税负归宿的新凯恩斯动态

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解并模拟了提高免征额和增加税率累进幅度所导致的分配效应。结果表明：

（1）提高免征额扩大了税前收入不平等的波动，恶化了宽松货币政策等外生冲击下的初次分配。此

外，免征额的提高削弱了累进税率对收入初次分配的调节能力。（2）在就业扩张过程中，提高免征额

所带来的税负归宿变化改善了税后收入不平等，而且在免征额提升后，税率累进幅度的提高能进一

步改善收入再分配。当然，个税改革的初次分配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均具有状态依存特征，在就业与

劳动收入下降时会带来相反的分配效应。（3）提高免征额会导致更大的福利损失，并削弱累进税率

对福利损失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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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下文简称“个税”）是以人大立法形式确立的少数几个税种之一。①累

进性的个人所得税具有比较直接的再分配作用，而且其征收对象涵盖大量的个人与家庭，涉及

面广。因此，政策制定者须根据个税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联和影响，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来动

态地保证个税制度的合理性。2018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

国个税制度迎来了 1980 年开征后的第七次改革。此次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再次提高

了劳动收入的免征额②（从 2011 年改革时确定的 42 000 元/年提高到 60 000 元/年），并首次增设了

重要民生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制度。（2）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合并为“综合所得”，将各

类经营性收入合并为“经营所得”，全部按累进税率征税（以往只有工资薪金与各类经营所得适

用累进税率）。（3）通过改变税率表中的级次、级距和区间税率，提高税率累进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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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到本文完稿时，中国开征的税种共有 18 个，其中 3 个税种有对应的实体法律，即《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车船税法》。

② 也称“扣除额”或“费用减除标准”。部分文献将其称作“起征点”，这实际上是不恰当的。起征点是增值税等领域的常用标准，税基数

额未达起征点时不用征税，否则须全额征税。而免征额与起征点的主要差异在于，税基数额低于免征额时不征税，若税基数额高于免征额，仅

对扣除免征额后的剩余部分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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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个税改革虽然创新点较多，但是仍将免征额与税率表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没有偏离

2005 年以来历次个税改革的基本轨道。在经历 2005 年及其后的历次渐进式个税改革后，个税负

担已相对更多地由高收入人群来承担，低收入者的个税缴纳则基本得到减免（许志伟等，2013）。

一个被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是，上述税改手段是否能真正有效改善个人所得税的分配效应和缓

解不平等问题？对此，学界仍存在大量争论。中国学者结合实际国情，运用各层面的统计调查数

据做了大量的量化研究。多数学者选择的量化方法（指数测算等）直接依托截面数据进行计算，

适于测度再分配效应，但较难剖析个税改革的初次分配作用（岳希明和徐静，2012；田志伟等；

2017），当然，基于考虑行为反馈的微观模拟方法，万相昱（2018）等文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

述局限，但由于其只考虑局部均衡，仍无法结合整个经济系统来剖析个税改革的初次分配作用。

从国内外研究动态来看，克服上述局限的一个可行途径是建立动态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揭示更

加复杂的影响机制（初次分配效应、福利损失等），但相关研究同样存在结论分歧。例如，Guvenen

等（2014）借助生命周期模型模拟了累进性个税的再分配作用，发现其会动态地缩小税前工资不

平等。许志伟等（2013）指出，2011 年中国个税改革的确改善了分配，不过其福利代价较大。王韬

等（2015）基于 CGE 模型的研究则表明，个税免征额调整并不是改善个税制度公平性的最合理手

段。Heathcote 等（2017）发现，累进性个税对税前收入的调节作用很弱，而且会带来市场扭曲和社

会福利损失。

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前沿趋势是，由于金融危机后全球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加剧，而且新常态

下中国经济的稳定性问题受到更多关注，①因此在短期波动框架下分析个税改革动态效应的研

究日益增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分析方法的个税问题研究，如

Mattesini 和 Rossi（2012）、朱军（2015a）、骆永民和翟晓霞（2018）以及张杰等（2018）均在 DSGE 模型

中刻画了累进性的个税。同时，部分学者已开始探索经济波动过程中个税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

内生关联。例如，骆永民和翟晓霞（2018）指出，打破城乡隔阂、缩小收入差距能够提高个税的自

动稳定器作用；而张杰等（2018）发现，缺乏累进性的个税会在波动过程中阻碍工薪阶层的收入与

消费扩张、扩大不平等，而且累进性的提升会造成福利损失。

从个人所得税领域的 DSGE 文献来看，现有研究在方案设计上存在待改进之处。2005 年后

中国四次个税改革的主要手段之一是调整税率表，提高税率的累进幅度。这确实能够提高个税

累进性，减轻中低收入纳税者的实际负担。但同时，改革手段中也包含上调免征额，这很可能会

在整体上降低个税累进性，抵消其他改革手段所带来的累进性提升效果，使改革对收入分配的

实际影响难以确定（岳希明和徐静，2012）。因此，学者须将不同税改手段的影响分解开来，并尽

可能准确地分析不同改革手段的交互与叠加作用。然而，多数 DSGE 文献的做法是调整某个（或

某些）累进税率表达式中的参数，而这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模拟税率表的调整。当然，骆永民和翟

晓霞（2018）等少数研究同时考虑了包括免征额在内的多种税制要素，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分析方

式尚无法实现各税制要素的独立调整与作用分解。因此，在分析中国个税改革的有关问题时，个

税的 DSGE 分析框架依然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本文借鉴 Mattesini 和 Rossi（2012）、朱军（2015a）以及张杰等（2018）等文献，建立了包含累进

性税收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并以文献和微观调查数据等作为依据，灵

活地设计了模拟分析方案，使模型能刻画多元化的改革措施，且能分析不同改革措施的叠加与

交互作用。此外，本文从权衡效率与公平的角度出发，推导了包含不平等因素的福利损失函数，

王凯风、吴超林：个税改革、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①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六稳”目标，即稳就业、稳增长、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和稳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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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了个税改革的福利效应。本文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2005 年以来中国历次个税改革的

常用手段是否能够带来积极的收入分配效应，改善收入不平等？（2）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个税

改革是否能够在经济波动过程中带来积极的福利效应？换言之，个税改革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

是否有利于改善经济福利？上述两个问题均从个税改革的分配效应引申而来。第一个问题在现

有研究中仍存在分歧与争论，需要进一步加以深入探讨；第二个问题的提出则是基于许志伟等

（2013）以及陈利锋（2018）等的福利分析经验，目的是在权衡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评价改革效果，

使研究内容不仅有利于分配公平，也更能契合稳就业和稳增长等改革发展需要，从而探索未来

个税改革方向。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是：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本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结构，第

三部分主要介绍模型参数的校准与贝叶斯估计过程，第四部分是模型动态分析（含福利损失测

算），最后是结论。

二、基本模型

本文借鉴 Galí等（2007）、Iwata（2011）、陈利锋（2018）等建立的异质性家庭 DSGE 模型，以及

Mattesini 和 Rossi（2012）、朱军（2015a）、张杰等（2018）等在分析累进税方面的经验，构建了包含异

质性家庭和个税等累进性税种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①

（一）代表性家庭

假设模型中存在两类家庭：第一类是相对富裕的李嘉图型家庭，其拥有资产且不受流动性

约束，可追求跨期的消费平滑；第二类是相对贫困的非李嘉图型家庭，其主要特点是经济决策遵

循经验法则（rules of thumb，ROT），无资产且受流动性约束。上述设定能同时体现当前高度集中

的财富分布与低收入群体普遍受流动性约束。两类代表性家庭的当期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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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李 嘉 图 型 家 庭 （ 上 标 为 h） 和 非 李 嘉 图 型 家 庭 （ 上 标 为 s） 的 消 费 分 别 为 C t
h 和 C t

s， 变 量

，系数 h 表示消费的惯性水平。两类家庭的就业分别为 Nt
h 和 Nt

s，参数 φ 为劳动供给

弹性的倒数（可称为 Frisch 劳动厌恶系数）。上述消费和就业均无限可分。St
n 是劳动供给冲击

项，其自然对数值 εt
n 服从一个平稳的 AR（1）过程。李嘉图型家庭的经济决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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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 表示主观贴现率。Pt 为第 t 期物价指数，实际工资为 Wt
h，实际物质资本收益为 Rt

k，获得的

企业红利为 Dt
h，第 t 期抛售的债券数额（名义值）为 Bt

h，每单位债券的售价为 1 单位货币。在支出

方面，除了消费外，It
h 为投资支出， 为在第 t 期认购并在 t+1 期抛售的债券数量，其认购价格记

为 Rt
−1。

由上式可知，纳税人须缴纳商品消费税、劳动收入税和资产收入税，税率分别为 τt
ki、τt

wi 和 τt
ci，

均遵循累进税制。②一些 DSGE 研究文献如 Iwata（2011）、朱军和许志伟（2018）等均采用了类似税

种划分，取得了合意的效果。王蓓和崔治文（2012）的量化测算也证明，上述划分方式能够有效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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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完整的 NK-DSGE 模型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王蓓与崔治文（2012）的划分方法，商品消费税中不仅包括现实中的消费税，还纳入了由消费者间接承担的增值

税。虽然中国的消费税属于比例税，但是高档商品的适用税率更高，因而实际上也具有累进性（朱军，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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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税收现实情况。①参考 Mattesini 和 Rossi（2012），三种税收的税率规则如下：

τxi
t = 1− (1− τ̄x)(ȳ/yt)

ωx , x ∈ {c,w,k}, i ∈ {h, s} （3）

τ̄k τ̄w 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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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顶部带横线的变量均表示稳态值（下文同）。 、 和 分别表示稳态下资产收入税、劳动收

入税和商品消费税的平均税率， 是各类税基的稳态均值与当期值之比−对资产收入税而

言是 ，对劳动收入税而言是 ，其中 ，γn
h 为李嘉图

型家庭数量占比，对商品消费税而言则是 ，其中 。ωk、ωw 和 ωc 分别为资产

收入税、劳动收入税和商品消费税的税率累进参数，取值范围均为[0，1]，反映税率的累进幅度。

李嘉图型家庭的物质资本 Kt
h 遵循以下动态积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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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参数 δ 为物质资本折旧率，函数 为物质资本调整成本函数，该函数具有以下性质（Galí

等，2007）： 。

结合以上条件，李嘉图型家庭的一阶最优决策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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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 t=[ （I t
h/K t

h）]-1，表示资本的影子价格（即托宾 Q 值）。Λ t， t+1 为随机贴现因子，其定义为：

。在一阶推导后，（7）式和（8）式中的累进税率变为带有“~”符

号的边际税率，②其数学表达式为：

τ̃di
t = 1+ (1−ωd)(τdi

t −1), d ∈ {c,k,w} , i ∈ {h, s} （7）

非李嘉图型家庭预算紧张且存在流动性约束，设定其实际工资水平为 Wt
s，τt

ws 和 τt
cs 分别为其

劳动收入税和商品消费税的累进税率，则消费决定条件可表示为：

(1+τcs
t )C s

t = (1−τws
t )W s

t N s
t （8）

参考 Iwata（2011）等文献，两类代表性家庭的消费、就业、资本存量、投资额、债券和纳税额等

均可以李嘉图型家庭数量占比 γn
h 为权重进行加总。

（二）劳动力市场

两类劳动力的加总方式为：

Nt =
[
(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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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εw (Nh

t )(εw−1)/εw + (1−γh
n)

1/εw (N s
t )

(εw−1)/εw
]εw/(εw−1)

（9）

其中，εw 表示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加总后的劳动力 Nt 将直接进入生产函数中。两类

劳动力的当期实际工资分别为 Wt
h 和 Wt

s，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且存在工资粘性，名

义工资的调整过程服从 Calvo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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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王蓓和崔治文（2012），在中国个税的现有结构中，来源为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承包承租经营收入的部分被

划入劳动收入税，而来源为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与转让收入的部分则被划入资产收入税。当然，由于中国个税的税基以劳动收入为主

（万相昱，2018），而且劳动收入也是 2005 年以来四次个税改革的主要涉及对象，因此下文的分析以劳动收入税来表征个税。

τ̃wh
t =

∂(τwh
t Wh

t Nh
t )

∂(Wh
t Nh

t )
② 其计算也可视为累进税征收额的一阶偏导数（以税基为自变量），如 ，可用于边际地衡量税基变化给税收收入带来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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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pi
t =

[
θi

w(W pi
t−1)

(1−εi
w )
+ (1− θi

w)(W i∗
t )(1−εi

w )
]1/(1−εi

w )

, i ∈ {h, s} （10）

W pi
t−1

其中，εw
i 表示第 i 类劳动力内部的替代弹性系数。按上述规则，每一时期的劳动者在 θw

i 的概率下

只能接受与上期一致的名义工资水平 （这里的名义工资与之前方程中实际工资的关系为

Wt
pi=PtWt

i），在（1−θw
i）的概率下重定最优名义工资水平 Wt

i*。与 Galí和 Monacelli（2016）相似，两类

家庭劳动者最优工资的一阶条件为：

∞∑
k=0

(βθi
w)kEt


(

N i
t+k|t

C̃ i
t+k

) (1− τ̃wi
t+k)

(
W i∗

t

Pt+k

)
−µi

w(1+ τ̃ci
t+k)MRS i

t+k|t


 = 0, µi

w =
εi

w

(εi
w−1)

, i ∈ {h, s} （11）

N i
t+k|t MRS i

t+k|t MRS i
t+k|t = S ni

t+kC̃
i
t+k(N

i
t+k|t)

φ

上式的含义为，若工资水平在 t 期被重新设定且一直保持至 t+k 期不变，则 t+k 期第 i 类劳动

力的就业为 ， 为相应的边际替代率， 。μw
i 为稳态工资加成。通过

上式的推导与线性化处理，可以得到新凯恩斯工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

MRS il
t S n

t C̃
i
t(L

i
t)
φ W i

t≥[(1− τ̃c
t )/(1+ τ̃

w
t )]MRS il

t

MRS i
t = S n

t C̃
i
t(N

i
t )
φ

ûi
t ûi

t = l̂i
t − n̂i

t

x̂t = ln(Xt/X)

定义 Lt
i 为实际工资水平 Wt

i 下家庭愿意提供的劳动量，此时家庭成员消费与劳动间的边际

替代率 为 。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满足 ，其涵义是：只有当实

际工资（即闲暇的机会成本）大于闲暇的收益时，家庭成员才会增加劳动供给量。由于劳动力市

场并不完备，Lt
i≥Nt

i，而在实际就业水平下有 。根据 Galí和 Monacelli（2016），模型

经济中第 i 类家庭的失业水平 可以通过线性化表示为 ，其中带“^”的变量表示其相对

于稳态的对数偏离值。加横线的变量则表示其稳态值，如对于变量 Xt，有 。

（三）生产部门

模型中同时存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两者形成了产业链条上的衔接关系。中

间产品生产部门是由垄断竞争厂商 j∈(0，1]构成的连续统，各厂商采用以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进行生产：

Ym
t ( j) = Kt−1( j)(1−α)[S a

t Nt( j)
]α （12）

其中，Yt
m（j）为第 j 个中间产品厂商的产量，1−α 为资本的产出弹性，Kt−1（j）和 Nt（j）分别表示第 j 个

企业的资本投入量和劳动力投入量。St
a 是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项，其自然对数值 εt

a 服从

平稳的 AR（1）过程。根据成本最小化一阶条件可以得出：

Rk
t = (1−α)MCtYm

t ( j)/Kt( j) （13）

Wt = αMCtYm
t ( j)/Nt( j) （14）

其中，MCt 表示厂商的实际边际成本，Rt
k 和 Wt 分别表示实际资本收益率和实际劳动要素报酬。

中间产品厂商的价格调整过程遵循 Calvo 规则：

Pt( j) =
[
θPt−1( j)1−ε+ (1− θ) (P∗t )1−ε

] 1
(1−ε)

（15）

上述规则的涵义是，中间产品厂商 j 在向最终产品厂商出售产品时，每一期均能在 θ 的概率

下保持原价格不变（θ 即名义价格刚性水平），但也能在 1−θ 的概率下重新设定一个符合自身利

润最大化的最优价格 Pt
*，其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
k=0

θkEt

{
Λt,t+kYm

t+k|t( j)
[(

P∗t /Pt+k

)−µMCt+k|t
]}
= 0, µ = ε/(ε−1) （16）

其中，ε 为各厂商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μ 为稳态下的价格加成。

Ym
t ( j) =

[
Pt( j)/Pt

]−εYt

最终产品厂商则是以 Dixit-Stigliz 技术采用各中间产品生产 Yt
m（j），加总得到一揽子的最终

消费品 Yt，其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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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宏观经济政策

本文主要从财政和货币这两个方面来描述宏观经济政策。

εgp
t = ln(GP

t /Ḡ
P)

1. 财政支出。为了简化分析，模型中的财政支出具有与 Mattesini 和 Rossi（2012）以及朱军

（2013，2015a）类似的政策规则。财政支出总规模为 Gt
P，其对数偏离值为 ，εt

gp 对应

外生的财政支出冲击，服从平稳的 AR（1）过程。

2. 税收与财政预算平衡。各类税收的规则见上文中的（3）式和（7）式。若资产收入税、劳动

收入税和商品消费税的收入总和为 Tt，则财政预算平衡条件为：

PtTt +R−1
t Bt+1 = Bt +PtGP

t （17）

3. 货币政策。模型中的货币政策当局采用带平滑系数的泰勒规则：

Rt

R̄
=

(Rt−1

R̄

)ρm
[(Yt

Ȳ

)ψy
(
Πt

Π̄

)ψp](1−ρm )

exp(εr
t ) （18）

其中，ρm 为平滑系数，∏t 为通胀指标，∏t=Pt/Pt−1，参数 ψy 和 ψp 分别表示利率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

反应程度，εt
r 表示遵循 AR（1）过程的外生货币政策冲击。

根据 Leeper（1991）、朱军（2015b）以及马勇（2015）的阐述，在本文的模型经济中，政府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由累进税制决定）。这一设定与 Mattesini 和 Rossi（2012）类似，

也与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基本一致。①

（五）不平等的衡量

为了分别剖析税收对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影响，需将收入不平等指标分为税前与税后

两类。其中，税前收入不平等的表达式为：

GAPnt
t =Wh

t Nh
t /(W

s
t N s

t ) （19）

税后收入不平等的表达式为：

GAPl
t = (1−τwh

t )Wh
t Nh

t /
[
(1−τws

t )W s
t N s

t

]
（20）

（六）市场出清条件与外生冲击

模型经济的市场出清条件为：

Yt =Ct + It +GP
t

（21）

其中，Yt 为总产出，Ct 为总消费，It 为总投资，Gt
P 为财政支出总额。

模型包含外生的劳动供给冲击（εt
n）、技术（TFP）冲击（εt

a）、财政支出冲击（εt
gp）和货币政策冲

击（εt
r），四类外生冲击遵循如下 AR（1）过程：

εk
t = ρkε

k
t−1+ ek

t , ek
t ∼ i.i.d. N(0,σ2

k), k ∈ {n,a,gp,r} （22）

其中，持续性参数 ρk 的取值在 0 和 1 之间，随机扰动项 et
k 服从均值为 0、标准差为 σk 的正态分布。

三、参数校准与估计

在将 NK-DSGE 模型投入应用之前，首先需要对其做对数线性化转换，②然后对模型参数进

行校准和估计。

（一）部分参数校准

参考庄子罐等（2018），本文将家庭成员的主观贴现率 β 校准为 0.99。参照 Galí和 Monacelli

王凯风、吴超林：个税改革、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①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② 受篇幅限制，文中没有给出对数线性化转换后的模型，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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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k τ̄w τ̄c

C̄/Ȳ ḠP/Ȳ

（2016）以及陈利锋（2017），本文将物质资本折旧率 δ 校准为 0.04。结合王蓓和崔治文（2012）等文

献的测算结果，本文将稳态下资产收入税、劳动收入税和消费税的有效税率 、 和 分别校准为

25.22%、10.25% 和 16.93%。除了上述参数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居民消费占 GDP（支出法）

的比值，将 校准为 38.84%；根据全国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将 校准为 20.70%。

（二）贝叶斯估计

ŷt ĉt t̂t πt

本文采用贝叶斯估计法获得其余 22 个参数和 4 个外生冲击标准差的数值。贝叶斯估计的

先验分布主要基于国内文献或微观调查数据，如刘斌（2008）、薛鹤翔（2010）、张伟进等（2015）、朱

军（2015a）、庄子罐等（2018）①以及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 CLDS，②用于确定李嘉图型家庭占

比 γn
h 等参数的先验均值），具体设置见表 1。本文以总产出 、总消费 、税收总额 和通胀率 作

为观测变量，对应的样本数据分别为中国的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税收收入和 CPI（环

比）。上述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经网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2000 年第 1 季度至 2017 年第

3 季度。本文做了季度值折算（除了 GDP 外，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均为月度值）、消除通胀、去季

节化、对数化以及消除趋势等处理，使数据能够匹配对数线性化后的 DSGE 模型。为了保证稳健

性，这里选择 MH（Metropolis-Hastings）算法估计后验分布，并使用 4 个平行马尔科夫链，各链均进

行 25 万次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MCMC）模拟，最终估计结果见表 1。

表 1    贝叶斯估计结果

参数
先验分布设置 后验分布估计结果

先验均值 分布类型 标准差 后验均值 95% 后验置信区间

α 0.400 beta 0.050 0.4378 [0.3269，0.5655]

θ 0.750 beta 0.050 0.7369 [0.6743，0.7999]

h 0.500 beta 0.150 0.2906 [0.1378，0.4481]

φ 6.160 gamma 0.500 6.1465 [5.1955，7.1253]

ψy 0.125 gamma 0.020 0.1362 [0.0949，0.1821]

ψp 1.500 gamma 0.185 1.9770 [1.1630，2.5305]

ρa 0.500 beta 0.100 0.3648 [0.2224，0.5184]

ρr 0.500 beta 0.100 0.6892 [0.3368，0.8834]

ρgp 0.500 beta 0.100 0.6853 [0.5649，0.7970]

ρn 0.500 beta 0.100 0.5498 [0.3865，0.7391]

θw
h 0.600 beta 0.200 0.5544 [0.3151，0.8370]

θw
s 0.600 beta 0.200 0.4355 [0.1730，0.7920]

εw
h 1.500 gamma 0.200 1.4930 [1.1114，1.8873]

εw
s 2.500 gamma 0.200 2.4896 [2.0982，2.8829]

εw 2.000 gamma 0.200 2.0050 [1.6072，2.3984]

ε 1.550 gamma 0.200 1.5528 [1.1664，1.9420]

ρm 0.450 beta 0.150 0.1070 [0.0165，0.2392]

ωc 0.300 beta 0.150 0.2845 [0.0316，0.5673]

ωw 0.300 beta 0.150 0.4896 [0.1422，0.8332]

ωk 0.300 beta 0.150 0.1058 [0.0046，0.2552]

γn
h 0.430 beta 0.200 0.4840 [0.3363，0.6390]

γc
h 0.600 beta 0.150 0.6025 [0.3121，0.8852]

  2021 年第 1 期

① 对于参数的设定依据和完整估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本文的观点和内容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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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税改革与收入不平等：动态分析

（一）个税改革的模拟方案设计

τwh
t = 1− (1− τ̄w)[W

h
N

h
/Wh

t Nh
t ]ωw

如前所述，在涉及中国个税改革的 DSGE 研究中，学者大多通过调节个别参数来改变模型中

个税的累进性，不利于分辨不同改革手段的收入分配效应。鉴于此，本文没有完全效仿现有文献

中的模拟方法，而是综合调整累进税率参数和征税范围，尝试对 2018 年个税改革的效应进行近

似模拟，具体做法如下：（1）为了模拟 2005 年以来劳动收入免征额多次提升后税负归宿的改变，

调整模型中的征税范围，设定非李嘉图型家庭不缴纳个税，然后观察脉冲响应曲线在征税范围

调整前后的变化。征税范围的具体调整方式为：设 τt
ws=0， 。以上简

化设定的事实依据见表 2，表中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在

历经多次个税改革后，相对贫困的非李嘉图型家庭的纳税比例已远低于李嘉图型家庭。这与许

志伟等（2013）以及万相昱（2018）的模拟结果类似，说明在免征额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非李嘉图型

家庭纳税者的减少幅度始终大于李嘉图型家庭纳税者，最终仅有很小比例的相对贫困者需要纳

税，个税对该群体的影响会十分微弱。（2）观察脉冲响应规律在劳动收入税累进参数（ωw）不同取

值下的变化，分析税率表优化调整（改变税率累进幅度）的效果。根据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分析两

种改革措施的叠加与互动效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2005 年以来历次个税改革均只触及劳动收

入的征税规则，本文以劳动收入税作为模拟分析对象。
 

表 2    不同免征额标准下实际应缴个税人数比例

纳税者占比

家庭类型

历次个税改革后的免征额（年度值） 进一步提高后的免征额（模拟）①

19 200 元

（2005 年）

24 000 元

（2007 年）

42 000 元

（2011 年）

60 000 元

（2018 年）
78 000 元 106 000 元 124 000 元

李嘉图型家庭 78.33% 69.30% 52.16% 40.74% 38.04% 33.62% 32.87%
非李嘉图型家庭 49.97% 38.10% 16.61% 6.93% 4.78% 1.55% 0.98%

　　注：若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则判定为李嘉图型家庭：（1）有财产性收入；（2）有经营性收入；（3）购置或转卖房产；（4）存在借贷与还

贷。根据现行税制，这里剔除了农林牧渔等行业的家庭经营、个体经营收入。

本文首先比较了免征额提高前后的主要经济变量波动性（以劳动供给冲击下的情形为例），

并实施了无累进税率（ωw=0）的反事实模拟，主要结果见表 3。从中可以看到，如果不提升免征额，

原始模型中累进税率的存在会使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减弱。而免征额的提高削弱了这种“自动稳

定器”作用。无论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还是深化改革、结构转型和对外开放来说，经济稳

定都是重要的先决条件。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条件，足见宏观经

济稳定的重要意义。从理论角度讲，宏观经济在稳态下是有效率的，过大的经济波动意味着效率

表 3    免征额提高前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性对比

变量波动性（标准差）

ŷt产出（ ） ĉt消费（ ） n̂a
t就业（ ）

原始模型 0.0346 0.0364 0.0675
原始模型，劳动收入税无累进税率 0.0350 0.0378 0.0687

免征额提高 0.0351 0.0378 0.0693
免征额提高，劳动收入税无累进税率 0.0350 0.0378 0.0688

王凯风、吴超林：个税改革、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① 表中增设了 78 000 元/年、106 000 元/年和 124 000 元/年这三个更高的免征额标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个免征额标准并非完全脱离

现实，因为 2018 年个税改革方案不仅将免征额调至 60 000 元/年，还首次设立了教育、医疗、赡养、住房等重要民生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制度，

其效果等同于免征额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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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和福利损失。因此，在分析分配效应的同时，还需通过经济波动幅度的变化情况，考察个税

改革所付出的效率代价。这也是下文以福利损失函数进行政策评价的原因。

现有研究大多认为，个税在经济中的作用传导以劳动供给为起点。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直接

反映个税改革影响下的 DSGE 模型动态，这里选取劳动供给冲击下的脉冲响应曲线进行分析。

图 1 反映了 1 单位标准差的负向劳动供给冲击下免征额提高和税率幅度调整的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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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个税改革与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

注：左侧为免征额不变时的结果，右侧为免征额提高后的结果。图中“累进参数”是指参数 ωw。下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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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中可以看到，提高免征额抑制了劳动收入税平均税率在冲击下的扩张，有利于减轻

整个经济系统的个税负担，这与预期相符。在初次分配方面，当外生劳动供给冲击导致经济扩张

和就业增加时，提高免征额增大了两类劳动力税前收入的波动幅度，其原因在于：提高免征额能

够降低劳动收入税负，增强劳动供给意愿，并提振总需求，促进经济扩张，从而进一步促进就业。

此外，与单纯调整税率累进幅度相比，提高免征额会削弱税率累进幅度对初次分配的调节作用。

在免征额提高后，累进参数的上升只会使变量的脉冲响应规律受到微弱的影响，说明个税的“自

动稳定器”作用被减弱，且无法以原有幅度来调节初次分配，这与岳希明和徐静（2012）、田志伟等

（2017）以及万相昱（2018）的发现相近。

在再分配方面，提高免征额改变了税负归宿，使两类家庭税后劳动收入受到了不对称的影

响，改善了就业扩张过程中的税后收入不平等。此外，在免征额提高后，不断提升的累进参数能

以更大幅度改善税后收入不平等，其原因在于，此时仅有李嘉图型家庭的收入扩张受到累进税

率的抑制。上述结果表明，两种改革手段的叠加作用能显著改善再分配，与许志伟等（2013）的观

点相似。

当然，由于 DSGE 模型的脉冲响应规律具有对称性，个税改革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效应均具

有状态依存特征。如果外生冲击带来的是就业与劳动收入的下降，那么个税改革会导致相反的

分配效应，成为“双刃剑”。此外，还有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劳动供给冲击主要作用于供给侧，

而其他外生冲击大多作用于需求侧，面对这些冲击时，上述影响规律是否仍成立？下文将进一步

展开分析。

（二）个税改革、货币政策与收入不平等

货币政策作用于需求侧，而且是模型经济中唯一的名义冲击，所以这里选取 1 单位标准差

的货币政策冲击进行分析。由图 2 可见，①在初次分配方面，如果模型在提高免征额后面对负向

货币政策冲击，税前收入不平等的扩张幅度会加大，带来消极的分配效应。此时，如果进一步调

高税率累进参数，税前收入不平等的改善幅度明显比免征额提高前要小，因为提高免征额减弱

了累进税对税前收入的调节能力，这与劳动供给冲击下的结论在本质上一致。而在再分配方面，

无论是单纯提高免征额，还是在免征额提高后进一步提高税率累进幅度，税后收入不平等均能

得到更加显著的改善。上述结果表明，尽管货币政策冲击与劳动供给冲击的具体机制和分配效

应不尽相同，但是个税改革的作用效果相似，表明模型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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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个税改革与宽松货币政策冲击下的收入不平等

王凯风、吴超林：个税改革、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① 受篇幅限制，这里仅展示了收入不平等的脉冲响应图，其他图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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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税改革与社会福利损失

与其他政策类似，个税改革同样需要考虑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表 3、图 1 和图 2 的分析

结果显示，个税改革措施（尤其是免征额调整）很可能扩大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导致效率下

降与福利损失，这与稳就业、稳增长等政策目标存在冲突。是否有必要为公平目标而付出上述效

率代价？对此，需要进一步引入专门的分析工具，在权衡各类政策目标的前提下进行统一的量化

政策评价。借鉴陈利锋（2018）的推导方法，本文对 NK-DSGE 模型中的家庭效用函数进行线性二

次型逼近，可以得到含有不平等的福利损失函数：

WLt = 0.5
∞∑

t=0

βt

[
λp(πt)

2+γh
n

(
εh

w/λ
h
w

)
(πwh

t )2+ (1−γh
n)
(
εs

w/λ
s
w

)
(πws

t )2

+(1+φ)(ĉt)
2+λgap(ĝapl

t)
2

]
（23）

λp = εθ/
[
(1− θ)(1− θβ)

]
λh

w = (1−βθh
w)(1− θh

w)/
[
θh

w(1+φεh
w)
]
λs

w = (1−βθs
w)(1− θs

w)/
[
θs

w(1+φεs
w)
]

λgap = (1+φ)εw

{[
γh

n(1−γh
n)(εw−1)

]−1
}2

其 中 ， ， ， ，

。由上式可知，福利损失程度用偏离稳态的变量方差来衡量。

由于两类家庭的薪酬波动与就业波动同时包含在方程中，我们可以将收入不平等纳入福利损失

函数。参考 Galí和 Monacelli（2016）以及陈利锋（2018）的做法，进一步由福利损失函数得到平均福

利损失的近似计算式：

wl ≈ λpvar(πt)+
γh

nε
h
wvar(πwh

t )
λh

w

+
(1−γh

n)ε
s
wvar(πws

t )
λs

w

+ (1+φ)var(ĉt)+λgapvar(ĝapl

t) （24）

其中，var（·）表示括号内变量的方差。由上式可知，与陈利锋（2018）的推导结果类似，该函数包括

产出波动、工资波动、消费波动和分配公平等，能够将个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与当前最受重视

的经济稳定问题结合起来，实现各类政策目标之间的兼顾与权衡。根据（24）式得到的外生冲击

下社会福利损失值见表 4。从中可以看到，单纯调整税率累进参数时，外生冲击下的福利损失能

够得到有效抑制，而免征额的提高则会扩大外生冲击下的福利损失，也使其在税率累进幅度（参

数 ωw）提升的过程中不降反升。这表明提高免征额与税率累进幅度（通过调整税率表）这两类改

革手段的叠加运用可能改善收入分配，但同时会带来一定的福利损失。如果未来个税改革不提

高免征额而仅增加税率累进幅度，则至少可在一定范围内减少福利损失。
 

表 4    个税免征额、税率累进幅度与福利损失

税率累进参数（ωw）调整幅度
情形 1：免征额不调整 情形 2：免征额提高

劳动供给冲击 货币政策冲击 劳动供给冲击 货币政策冲击

不变 0.1084 91.6502 0.1681 1.0707×103

+10% 0.1070 90.3785 0.1749 1.3049×103

+20% 0.1060 89.6531 0.1823 1.5635×103

+30% 0.1046 89.4735 0.1902 1.8463×103

+40% 0.1036 89.8387 0.1986 2.1530×103

+50% 0.1028 90.7474 0.2075 2.4834×103

 
 

五、结　论

本文以 2005−2018 年中国历次个税改革为背景，建立了包含累进性税收的新凯恩斯动态随

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各类个税改革措施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效果，并分析了包含不平等因

素的福利效应，为个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优化提供了一些启示。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个税改革显著影响了收入的初次分配。提高免征额增大了主要经济变量与税前收入

不平等的波动幅度，带来了经济波动风险，而且恶化了宽松货币政策等外生冲击下的初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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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纯调整累进参数相比，免征额与税率累进参数的同步提升会削弱累进税率对初次分配的调

节作用。上述规律表明，中国个税制度改革重点宜集中在税率表（而非免征额）的优化调整上。

分析结果还表明，宽松货币政策等外生冲击会在免征额提高后进一步扩大税前收入不平等。因

此，个税改革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应得到足够关注，避免对初次分配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个税改革改变了收入的再分配结果。在就业扩张过程中，提高免征额带来了税负归宿

变化，改善了税后收入不平等；无论是单纯提高免征额还是将其与税率累进幅度一同提高，都能

大幅改善税后收入不平等。但由于脉冲响应规律的对称性，上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效应均具有

状态依存特征，在就业萎缩和劳动收入下降时会导致相反的分配结果，成为一把“双刃剑”。这

进一步说明免征额调整在今后的个税改革实践中应当慎用。当然，上述状态依存特征也意味着

在今后的个税制度设计中，可考虑加入盯住就业和收入波动的动态免征额规则，使其产生持续

的、积极的再分配效应。2018 年个税改革方案中的重要民生支出专项抵扣已实现网络申报，这

表明上述动态免征额规则在信息化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第三，福利损失分析结果表明，单纯调整税率累进幅度时，各类外生冲击下的福利损失得到

了有效抑制；而提高免征额扩大了外生冲击下的福利损失，且削弱了累进税率调整对福利损失

的抑制作用。这同样表明，未来的个税改革应在审慎调整免征额的同时提高税率的累进幅度，避

免经济波动过程中的福利损失，更好地保障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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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2018, China’s personal income tax system ushered in the seventh reform after its introduc-

tion in 1980. In this reform, tax exemption and tax rate table are still the main adjustment objec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debates on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effect of such reform measures.

The specific research objects of this paper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wo issues: (1) Can the com-

mon measures of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in China since 2005 bring a positiv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2) While adjusting income distribution, can the reform of personal income tax bring a positive welfare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fluctu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above two issue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improv-

ing the fairness of distribution, but also helpful to explore the new orientation of future personal income tax re-

form and realize the reasonable coordination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which makes the research con-

tent more suitabl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stable employment and stable growth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of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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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s a new Keynes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

rium (NK-DSGE)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households and progressive personal income tax, and realizes the

parameterization of the model with the usage of Bayesian estimation method. Then, using the NK-DSGE mod-

el, the dynamic simulation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plan in

2018 (and the possible extensive plan in the future) is carried out. Finally, the welfare loss func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NK-DSGE model equations, and the efficiency decline and welfare loss caused by various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measures are calculated.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NK-DSG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is not only limited to depicting the progressivity of tax rate (the progressive range of tax rate in the

tax rate table), but also can simulate the effect of diversified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measures including

tax exemption, and analyze the superposition and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reform measures based on flexible

model construction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scheme desig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crease of tax exemption expands the fluctuation of pre-tax income in-

equality and worsens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under exogenous shocks such as loose monetary policy. Moreover,

the increase of tax exemption weakens the adjustment ability of progressive tax rate to the primary distribu-

tion of income. (2) In the process of employment expansion, the change of tax burden brought about by the in-

crease of tax exemption improves the after-tax income distribution. Moreover, after the increase of tax exemp-

tion, the increase of the progressivity of tax rate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income redistribution. Of course,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effect and redistribution effect of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 dependence, which will bring an opposite distribution effect when employment and labor income de-

crease. (3)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tax exemption will lead to greater welfare los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weaken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progressive tax rate on welfare loss.

The main policy enlightenment from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is that future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should carefully adjust tax exemption and focu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progressivity of tax rate, so as to better

guarante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addition, we can also consider adding the dy-

namic rules of tax exemption which peg the aggregate fluctuation of employment and income to deal with the

state dependence of th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exemption adjustment policy, so as to make the adjustment of tax

exemption produce continuous and positive distribution effects.

Key words:  personal income tax； tax exemption； progressive tax rate； income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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